
黄循财总理在今年五一
献词中，用一句话概括政府
对人工智能（AI）转型的
态度：“我们可能无法保
护每一份工作，但我们将
保护每一名工友。”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取舍：接受技术
改变工作形态，但把政策重心放在人，而不是岗
位本身。围绕这一立场，全国人工智能理事会、
劳资政就业理事会、技能及人力发展局、技能创
前程求职援助计划，以及公司培训委员会（CTC）
的扩展，构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回应。作为起
点，这个框架是清晰而有力的。

但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步，新加坡在这场变
革中的位置，其实不只是“应对者”。

参与得深意味着也有主动权
新加坡管理大学韧性劳动力研究所的研究显

示，本地经济与AI的连接程度相当高：金融、专
业服务、公共行政、物流协调、软件等领域，既
是就业主体，也正是AI最容易切入的场景。

这既是风险，也是机会。
风险在于，这些岗位更容易受到冲击，但机

会在于，新岗位、新任务、新生产方式，往往也
会最早在这里出现。

从劳动力结构看，AI的影响并不均匀。体力
劳动短期内相对稳定，高端岗位更多是被增强
而非替代。真正承压的，是中层认知工作——文
员、初级分析师、律师助理等。这些工作的核心
任务，正好与生成式AI的能力高度重叠。

如果把新加坡放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来看，
图景更清楚：我国整体处于技能分布的较高端。
教育水平、开放程度以及长期制度调整能力，都
构成优势。这意味着，新加坡有条件把整体技能
结构进一步推向“更高端”，前提是转型速度跟
得上技术演进。

一些早期信号已经出现：生成式AI兴起后，
本地企业对相关技能的需求明显上升，一些三年
前还不存在的岗位，如今已开始招聘。

培训必须从“补救”变成“常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技能创前程、推出新

版学习门户、提供AI工具试用补贴，这些方向都
是对的。

但关键在于，培训不能只是“被取代之后的
补救”，而必须成为一种持续、主动的机制——
推动劳动者不断向更高技能层级移动。

大学在这里是重要一环。无论是新大，还是
国大、南大，课程内容都在根据雇主需求持续调
整。从更长远看，继续教育的重要性，正在逐步
接近甚至追平本科教育。

劳资政就业理事会未来的成效，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它能否把大学与培训体系更紧密地连接起
来，让“学习”贯穿整个职业生涯，而不是只发
生在22岁。

几个可以做得更深的问题：
第一，AI要往哪个方向发展？AI不是单一技

术，而是一组路径选择。一种路径，是尽可能自动
化整个工作流程；另一种，是在人的身边协同工
作，放大人的能力。两者的就业后果截然不同。

电工配诊断AI、护士配决策辅助、教师配辅
导助手，这类“互补型”应用，强化的是人的价

值；纯替代型自动化，则更
可能压缩岗位。

公共研发资金、科研机
构项目、大学资助，其实都
是可以引导方向的杠杆。这
个问题值得被更明确地讨

论，而不应完全交由市场自行决定。
第二，AI会不会成为“拐杖”？降低门槛，

让更多人接触AI，是必要的。但一个越来越现实
的问题是：当AI足够好，人是否会停止学习？

如果学生把写作交给AI，不会提高写作能
力；如果分析师把建模交给AI，也难以积累判断
力。长期来看，这会削弱人本身的能力基础。

一个更可行的思路，是把重点从“是否使用
工具”，转向“能力是否真正形成”。例如，让
技能认证与实际成果挂钩，让CTC关注能力积累，
而不仅是培训参与率；同时在教育体系中明确：
AI是辅助，而不是替代。

第三，应届毕业生的入口怎么办？这一点在
当前讨论中相对不足，但可能是最紧迫的。

AI提高在岗员工的生产率，也改变企业的用
工选择：与其招聘多名毕业生，不如用一支精简
的“AI增强团队”。

短期看，这是理性的。但长期看，如果年轻人
无法进入职场，问题会更严重——没有初级岗位，
就不会有未来的资深人才，整条人才管道会变窄。
因此，有必要考虑一些有期限、力度适中的支持措
施，例如针对应届生招聘的税务减免、共担成本的
培训项目，或首份工作的工资补贴。这类政策成本
可控，但能避免更大的结构性代价。

让劳资政机制走进企业内部
除了上述三点，还有一个更具结构性的议

题：如何把劳资政三方机制延伸到企业的AI部署
过程。

AI在企业中的扩散速度，很可能快于以往任
何技术。一旦头部企业大规模应用，同行很难不
跟进，行业整体调整会迅速发生，而政府往往只
能事后观察。

一种更“新加坡式”的做法，是在企业的AI
部署达到一定规模、足以影响岗位结构时，要求
基本的“就业影响评估”，并与政府沟通。

这不是审批，也不是干预，而是信息共享与
协调。政府可以据此更早判断行业趋势，提前安
排再培训资源；企业之间也可以避免无序竞争，
形成更有节奏的调整。

这正是劳资政机制的优势所在：不是命令，
而是协调；不是阻挡，而是承接。

总体来看，政府为AI转型所搭建的框架是清
晰且有前瞻性的。“保护工人，而非岗位”的立
场，也为后续政策提供稳定方向。

新加坡与AI的联系本就紧密，再加上长期积
累的制度能力，我们有条件在这一轮变革中走
在前面。但能否真正做到，还取决于几个关键问
题：AI发展的方向、人类能力的积累方式、年轻
人的进入路径，以及制度能否提前介入企业层面
的变化。

这些并不是对现有框架的否定，而是它可以
继续延伸的地方。如果这些环节能够打通，“保
护每一位工人”，就不只是承诺，而会成为可以
兑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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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转型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劳

动力、教育和制度协调能力的综合考

验。新加坡有条件走在前面，但也须

要把若干关键环节做得更深。

李嘉

走在AI变革的前面
——新加坡的位置以及接下来该做的几件事

走在AI变革的前面
By 李嘉

Lianhe Zaobao, Page 14, Section: 言�论�
Thursday 7 May 2026
2009 words, 528cm² in size
154,900 circulation

Stepping before the AI revolution: What's Singapore's position and what's next

Source: Lianhe Zaobao © SPH Media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